
从制度性参与到实质性参与：新中国
农村女性的治理参与及其地位变迁

□ 郭夏娟 魏 芃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村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其地位究竟发生了何种变
化？以女性参与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国家与地方妇女发展监测数据以及浙江省村庄实地调研
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女性地位的提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性参与比例总体呈上
升趋势，这得益于有效的法规与性别配额政策等制度性保障；二是普通女性在村庄治理的实质
性参与中提升了地位。随着我国农村的村庄治理结构转型，已经初步形成有别于传统单一行政
管制的多元治理模式，建构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样治理内容以及灵活的治理机制。 这是农村
女性实际融入村庄治理更为宏大的制度背景。正是在这种实质性参与中，农村女性作为整体的
主体性得到激发，从而彰显日益提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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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庄女性化背景下的治理困境及路径优化”（项目编号： 13BZZ053）以及浙江省妇女联合
会项目“两个‘高水平’建设中妇女参与问题研究：基于村庄治理中女性参与的探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村
民自治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农村女性在乡
村治理中的潜力日益显现，并伴随其地位的提升。
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 《村组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三部《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政策法规推动下，
农村女性参与治理的比例持续上升。据官方统计，
2017 年我国村民委员会中，女性村委会成员和主
任比例分别达 23.1%和 10.7%，①比 2000年提高了

7.4 和 9.7 个百分点，②上升速度超过每年 0.4 个百
分点。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女性比例由新
中国成立初期首届的 12%和 6.6%， 上升至 2018
年第十三届的 24.9%和 20.4%， ③历时 60 余年，上
升速度仅为每年 0.2个百分点。 显然，我国农村地
区女性参与的数量呈现出更快的增长趋势。
然而，如果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

前的历史， 农村女性参与乡村事务无论是领导职
务还是其他参与方式，其比例都胜于“文革”后。数
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1956 年底，全国 75.6
万个农业合作社中，70%-80%的社有女社长或女
副社长，约计 50 余万人，约占社长、副社长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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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妇女担任社务委员和生产队长的人数更
多。 ④即使是“文革”后，在当时公社正副社长比例
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农村生产队通过任命制仍然
使得妇女参与比例快速提升。相比之下，村民自治
以来， 农村女性在村两委中的参与却出现明显下
降。这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并出现两种截
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导致农村女性地位下

降。 这种“下降论”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动员农
村女性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成效为参照， 发现改
革开放以后女性村民在村庄治理结构转型中逐渐

退出了参与。一些学者基于历史视角指出，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 国家积极动员农村女性参与村庄事
务，女性曾感知到国家对她们的重视与需要，这极
大地激发出她们的参与信心、参与热情和参与行动，
参与人数也创造了至今难以逾越的历史巅峰。 ⑤然
而，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随着政府动员力量与
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的此消彼长， 以及落实农业
税收、计划生育等政策重担下，农村女性积极参与
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对以男性为
核心的村庄“力治”形式的依赖，造成村庄对女性
参与的综合性排斥以及农村女性政治地位的下

滑，⑥使得先前的女性荣耀时刻仅能停留在回忆起
来苦涩却依然值得认可的女性记忆中。 ⑦该现象引
发了许多国外学者关注， 形成关于中国农村女性
地位下滑的消极评价。 ⑧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中国
政府针对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不足已经采取一

定的干预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往往聚焦于农村女
性个体， 认为是农村女性自身缺乏参与村庄治理
的“素质（quality）”。 ⑨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相关政
策大多与“保护”、“帮助”、“教育培训”等词汇相联
系，⑩虽然可能有利于妇联等女性组织从政府获取
更多资源与资金扶持， 然而却也使得中国农村女
性作为弱势的、 缺乏参与素质的第三世界女性形
象更为根深蒂固。輥輯訛另有一些学者从政策分析视角
指出，尽管我国《村组法》经历几次修订，但在村委
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到“应当有妇女成
员”的规定中存在倒退，輥輰訛且修订重心主要在于加
强选举透明、监督、防止贿选等方面，缺乏性别视
角审视， 使农村女性的政治地位明显滞后于她们
对农村生活的贡献与要求。輥輱訛这些研究揭示了农村
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历史与政策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以及背后蕴含的以男权价值为核心的权力运
行关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女性在村庄事务中的参
与总体呈上升趋势。 持该主张的学者围绕女性在
村庄“两委”中的制度性参与，肯定国家与地方政
策对确保农村女性参选权利、 提升女性参与比例
的积极作用，輥輲訛视之为推动农村女性政治地位上升
的有效途径。輥輳訛这些研究从制度设计角度分析国家
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 发现在制度设计者确立
了明确的女性参与数量目标， 并为实现这些目标
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与行动， 农村女性参与村庄
治理机构的比例提高更多。 輥輴訛有研究发现，通过唤
醒政策执行者的社会性别意识、 签订责任承诺书
等政策执行措施，能提升女性在村委会成员、村主
任、村党组织成员、村书记、村民代表等不同维度
的参与比例。輥輵訛也有学者从农村地区经济与女性地
位关系的角度提出，在村庄经济水平越高、选举程
序越公正、 村民协商越密切、 村庄财务监督越透
明、地方财政支持越充沛的情况下，村庄女性代表
对两性村民需求的关注度与回应性越高；輥輶訛郭夏娟
等人(2009)的研究则指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是
否具备系统的制度支持才是决定农村女性参与比

例的关键。輥輷訛比例政策不仅提升了农村女性自身的
参与意识、竞选意识以及最终获选比例，輦輮訛也促使
村干部更加注重女性参选、当选问题，吸引村庄各
竞选派系与女性结成利益共同体， 扭转两性村民
对女性参与竞争的消极态度。 輦輯訛这些研究表明，相
关政策制度的完善不仅能提升农村女性的制度性

参与比例， 也能综合改善她们参与治理村庄事务
的广度与深度。
以上观点促使我们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农村女性的地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乡村
社会变迁及村庄治理制度创新在何种程度上消解

了底层女性的不利地位？在村庄的治理制度之外，
女性有没有通过参与村庄治理的实质性行为而彰

显自身的地位？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引入女性代表性理论，

从女性的制度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两个维度，分
析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路径的变化。女性代表性
理论包含两个核心要义：一是“女性制度性参与”，
是指通过正式制度措施确保女性在决策机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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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数量，强调女性政治在场（politics of presence），
对实现两性公平政治地位具有独特性别意义。輦輰訛随
着决策机构中女性参与比例的提升， 能够改善政
治领域中两性比例的长期严重失衡， 逐步消除由
此造成的社会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性、 结构性
歧视与排斥。 輦輱訛二是“女性实质性参与”，主张通过
多元参与的实质性行动提升女性对决策过程的作

用与影响，輦輲訛强调对多元女性利益的回应、包容与
资源支持，輦輳訛认为随着政治机构制定出更多有利于
女性的政策及其配套措施，輦輴訛领导者鼓励并招募更
多女性参加政治活动， 輦輵訛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个

体、组织提出并采纳有利于女性利益的意见、建议
和主张，輦輶訛实质上能更好地将女性关注的内容带入
决策过程。 輦輷訛两种视角中，前者侧重制度性设计与
政策支持， 后者强调女性以及更多主体提出有利
于女性赋权的实质性主张和行动机制。 两者关注
点不同， 但都聚焦于女性参与及其地位的改善与
提升。本文将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制度性与实
质性参与两个层面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女性

在治理参与中的地位。
为便于理解， 我们以浙江省农村实践为例进

行分析。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
在经济与各项制度改革方面均领跑全国， 对探索
我国农村两性公平参与及其平等地位的实现具有

一定典型意义。 具体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改
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制度性参与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结合国家与地方相关政
策， 以及反映其实施效果的农村女性参与统计数
据进行分析；（2）农村女性的实质性参与如何？ 这
种参与包含何种内容、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为回
答这一问题，我们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
赴浙江省湖州市、义乌市、温岭市、慈溪市、绍兴市
农村地区开展女性治理参与情况调研， 走访了位
于 18 个不同乡镇/街道的 32 个村庄，共召开市妇
联、乡镇/街道妇联、村两委、村妇联、两性村民群
众等访谈 40 场，参加访谈人员 200 余人；（3）基于
研究发现， 对如何解读我国农村女性参与及其地
位进行几点思考。

二、制度创新中女性的平等参与及地位变迁

农村女性制度性参与， 是指农村女性受国家
与地方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保护，在村庄治理

正式制度结构中的参与，以数量代表为核心指征，
主要根据“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比例
进行测量。 对于长期处于村庄权力边缘的中国农
村女性而言，通过立法制度确保她们参与，既体
现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女性地位的关注，也反映
出国家制度层面对农村女性地位的制度性支持，
为女性融入村庄决策与管理提供必要的制度途

径与空间。 因此，女性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参与
数量成为农村女性地位变迁的基本要素与直观

体现。 那么，村民自治以来，农村女性的制度性参
与究竟呈何种状态呢？ 我们从国家的制度资源供
给与反映这种供给效果的女性参与比例两个维

度进行分析。
首先，国家和地方的制度资源供给。在国家层

面， 为确保女性免受农村治理结构变迁可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村民自治创新之始，国家就颁布《村
组法》）对女性在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中的
参与做出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村委
会女性数量的原则性规定。在 1987年试行法中已
要求村委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輧輮訛1998年
正式颁布时，保留了这一表述，在 2010 年的修订
版中又表述为“应当有妇女成员”；輧輯訛二是在2010 年
修订版中新增条款， 规定村民代表会议中女代表
数量的具体比例， 明确要求村民代表会议中女性
“应当占”“三分之一以上”。輧輰訛这两方面的规定延续
至今。然而 2018年末《村组法》最新修订版则主要
涉及村委会任期的延展，輧輱訛并未涉及女性参与内容。
由此可见，自 1987 年《村组法（试行）》问世以来，
我国农村女性制度性参与的规定与调整主要发生

在 2010 年修订版中，此后国家法律对农村女性的
制度性参与规则并无实质性变化。
尽管国家制度推进停留于 2010 年《村组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制度层面的创新层出不穷。
从浙江省的制度变迁便可观察这一趋势。 浙江省
关于农村女性参与的制度建设可分为三个发展阶

段：（1）第一是 1988-2007年的初级阶段。 1988年，
浙江省在国家试行法推出不久，便制定《浙江省村
民委员会组织实施办法》輧輲訛，标志着浙江省成为当
时 “少数几个制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的省份之一”輧輳訛。然而，在村民自治探索的
头二十年， 浙江农村女性参与制度主要是继承并
沿袭国家法律规定的表述， 并未形成具有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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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来源：作者在梳理官方统计数据与学者研究基础上，对浙江省与全国不同年份与届别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形

成表格中的比较结果。 相关资料与文献出处详见尾注輨輱訛。

2000-2018年浙江省女性参与村委会比例与全国比较

届数 年份 浙江省 全国 省与全国差值 配对相关性 配对 t 检验

五届
2000 13.37% 15.70% -2.33%

0.847
Sig=0.008

-8.783
Sig=0.000

2001 11.62% 15.50% -3.88%

六届

2002 10.65% 16.10% -5.45%
2003 10.65% 16.10% -5.45%
2004 10.65% 15.10% -4.45%

七届

2005 9.80% 15.50% -5.70%
2006 16.43% 23.20% -6.77%
2007 13.37% 21.10% -7.73%

八届

2008 20.58% 21.70% -1.12%

0.989
Sig=0.001

-1.686
Sig=0.167

2009 19.36% 21.50% -2.14%
2010 19.50% 21.40% -1.90%
2011 22.14% 22.00% +0.14%
2012 22.62% 22.10% +0.52%
2013 28.79% 22.70% +6.09%

0.018
Sig=0.973

4.778
Sig=0.005

2014 24.81% 22.80% +2.01%
2015 29.70% 22.90% +6.80%
2016 29.70% 22.90% +6.80%

十一届
2017 24.70% 23.10% +1.60%
2018 30.72% 23.10% +7.62%

九届

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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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制度安排。 （2）第二是 2008-2011年的创新孕
育阶段。 2008 年，针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村两委
换届选举，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联合转发了《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
认真做好 2008 年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提出村委会选举中“要单独
设立妇女委员岗位，实行专职专选”，以及“通过法
定程序确保每个村都有一定名额的妇女代表”。 輧輴訛

为该届女性进入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具

体工作思路与措施；2009 年，省民政厅又印发《浙
江省村民代表会议工作规程（试行）》，规定“在村
民代表中，妇女、党员应占一定比例”輧輵訛。 尽管此时
还未对女村民代表参与数量做出明确比例规定，
但作为 “全国首部以省级名义下发的村民代表议
事规程”輧輶訛，率先于全国明确了女村民代表的制度
参与地位与价值。 该阶段为后续地方法律法规的
正式修订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3） 第三是
2012 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 2012 年，浙江省分
别修订了《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以及《浙

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
法》，针对确保女性参与村委会明确规定“选票应
当单列妇女委员职位”輧輷訛，另外，若还未选出女委
员，“另行选举时选票应当继续单列妇女委员职
位”輨輮訛；针对女性参与村民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应
当通过单列名额等形式保障妇女村民代表的当

选”輨輯訛，从而确保其比例达“三分之一以上”輨輰訛。由此，
在国家法律基础上， 围绕如何具体保障村委会女
委员、女村民代表参与数量，形成了以“专职专选”
为指导原则，以“单列职位”、“单列名额”为具体方
式的地方特色农村女性参与制度。
那么，随着国家与地方制度的完善，是否以及

在何种程度上消解了女性难以进入村庄治理机构

的不利地位？ 通过对近年来浙江省与全国女性参
与村委会官方统计数据的梳理与比较，我们发现：
与国家制度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农村女性
在治理中的地位提升， 更多显示出与地方女性参
与制度创新的一致性。
由表 1可知，2000年以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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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浙江女性参与村委会成员比例大致经历了“下
滑”（2000-2007）、“调整”（2008-2012）与“上升”
（2013至今）三个阶段的变化。

2000-2007 年， 浙江省女性参与村委会水平
并未随国家《村组法》的颁布以及地方经济水平的
持续发展出现“水涨船高”的景象，相反，呈现出
“不进则退”的下滑态势。从省内数据看，八年间女
性参与比例停滞不前，且多次“跳水”。 与全国相
比，由 2000年相差 2.33%下降至 2007年的7.73%，
扩大了 5.4 个百分点。 对该阶段省与全国横向配
对分析显示，相关性与 t 检验显著性均＜0.05，说明
各年份间的变化差异一致性高， 且省与全国间存
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仅有国家制度基本保障但
地方制度创新缺位的情况下，2000 年至 2007 年
浙江省农村女性制度参与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且与全国差距逐年扩大，制度性参与中女性
地位显著下跌。

2008 年，浙江省与全国间的参与比例差距首
次大幅缩小。时间上，恰与浙江省在第八届村委会
换届选举前夕提出女村委“专职专选”工作意见相
吻合。 2008-2012年间，浙江省开展了两次村委会
统一换届， 尽管省八届女村委比例还未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 但与全国的差距已从上届相差近 8 个
百分点，缩小至 1-2 个百分点左右，并于省九届开
始反超全国。配对分析显示，相关性显著，t值不显
著，表明各年份间的变化差异一致性高，且省与全
国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上述结果表明，随着地方
创新性工作思路的提出与实践，自 2008 年起省与
全国的差距消失， 且于 2008-2012 年间重新调整
并稳定在全国中等水平。
自 2013 年起，浙江省开始频繁出现对全国数

据的大幅超越。 从全国情况来看，与 2012 年末相
比， 全国农村女性参与村委会比例从 22.1%缓慢
上升到 2018 年的 23.1%，六年间涨幅仅为 1 个百
分点； 相比之下， 浙江省的涨幅高达 8.1 个百分
点。 《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对女委员专职
专选的规定于 2012 年实施执行，浙江数据的首次
“飞跃” 出现于 2013 年， 考虑到制度效果的延后
性，两者在时间上正相吻合。从 2013-2018年间省
与全国数据的配对分析来看，相关性不显著，但 t
值显著，表明省与全国数据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
各年份间的变化差异并不一致， 除了地方制度创

新的效果， 还有其它因素影响着农村女性在村委
会中的制度参与水平。通过对近两届数据比对，发
现每轮村委会换届选举首年， 女性参与村委会比
例都会出现向下波动的情况。 由此可见，自 2013
年至今， 浙江省农村女性在村委会中的制度性参
与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村委
会换届对保持女性制度参与水平的稳定性存在一

定影响。
综上所述， 近二十年间从女性参与村委会情

况来看， 浙江省农村女性制度性参与中的地位呈
现出三种变化态势。 2000-2007年为“下滑期”，尽
管 1998 年《村组法》的正式颁布保障了女性在村
委会中的特定数量比例， 但在地方创新性制度缺
位的情况下， 国家制度的原则性保障以及地方女
性经济参与水平的提升， 并不必然转化为她们在
村庄决策机构中制度参与水平的提升， 而是显著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位持续下滑。 2008-2012
年为“调整期”，随着地方创新思路与实践探索，扭
转了先前地方农村女性制度参与地位下滑的不利

态势，重新回到全国中游水平。 2013年至今为“上
升期”，通过地方对女性参与创新制度的正式修订
与全面推行， 农村女性的制度性参与不仅拥有国
家制度的原则性支持， 更获得强有力的地方推动
力、执行力和操作措施的具体保障，实现了农村女
性制度性参与水平与地位的快速提升。

三、治理改革中拓展女性实质性参与路径

那么， 通过制度保障进入村庄治理机构的女
性，是否能够实质性地推动女性地位提升？依据制
度性参与理论得出 “下降论” 的学者经常提出质
疑，也是现实中女性参与治理难以回避的问题。对
此，女性实质性参与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
该理论认为， 能够促进女性决策参与的主体是多
元的，包括决策机构内外的男性和女性个体、社会
组织和机构等均能为促进女性融入决策过程而采

取行动， 他们比制度性机构中女性领导者拥有更
低的“行动门槛（threshold for action）”輨輲訛；参与内容
与方式也是多元的，除正式制度中的女性代表外，
还可以招募更多女性加入决策过程、 制定并实施
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措施、輨輳訛在决策机构内外展
开种种有关女性利益的沟通、讨论与协商等，使原
先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女性视角与需求融入决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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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輨輴訛参与机制更为灵活，存在于各种“提出与接收
主张、接受与拒绝主张”的动态过程中輨輵訛，需要借助
“厚情景化框架（thick contextual framework）”,在具
体情境中去发掘实际促进女性参与的关键角色、
内容与发生方式。 輨輶訛这意味着，理解女性参与及其
地位，除了数量比例，还具有更多元的内涵。 这是
对女性地位更全面的理解， 可启发我们从更完整
意义上评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女性参与及其地

位，即，不仅限于单一的数量比例，而应结合农村
女性在村庄治理中实际参与程度， 从村庄治理的
多元主体， 到多种内容与方式、 以及参与机制着
眼， 思考农村女性是否具有实质性的治理参与机
会。 我们在浙江省的调研恰好从这个维度提供了
相应的实证支持。

1. 女性实质性参与的多元主体
根据女性实质性参与理论，女性参与绝不仅仅

只是“女性为女性行动”，男性社会成员、各种社会
组织和机构同样能为促进女性参与而采取行动。輨輷訛

我们的调研发现：随着我国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型，
村庄治理主体已从传统的单一身份向多元身份转

换，即不仅仅处于治理结构顶端的女性村两委“一
把手”能够代表女性的地位，而是有更多身份的主
体获得机会参与治理过程， 包括男性 “一把手”、
“两委”中的男/女委员、妇联组织、各类女性民间
社团和男/女村民个体等，都可成为女性的利益代
表参与村庄治理活动， 成为代表女性权益与地位
的主体。
首先，男性“一把手”、男性村两委委员、普通

男村民等处于不同治理层级的男性， 均具备促进
女性参与机会进而提升女性地位的“意愿”和“能
力”。輩輮訛我们对义乌市七一村调研时发现，该村何书
记（男性）便是女性地位提升的促进者。 得益于他
积极动员女性参与村庄建设，该村于 2007 年成为
由全国妇联授牌的首批全国“巾帼示范村”。輩輯訛他不
仅亲自“主抓妇女工作”，更重视对女性干部的培
养， 安排现任村妇联主席在各项村庄建设活动中
担当“中流砥柱”，力争在下一届村庄选举中培养
出能够“接好班”的女党支部书记。同时，积极探索
“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建”的创新途径，以广泛动
员女性作为村庄治理主体参与村庄党建与监督，
有效提升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地位。类似地，德清
县蔡界村也是由沈书记 （男性） 直接分管妇女工

作，该村于 2018 年先后荣获省级“文化示范村”、
“森林村庄” 輩輰訛等与女性参与密切相关的村庄治理

殊荣。 沈书记于 2014 年上任后，立即废除原先村
民小组长奖金“男多女少”的不平等规则，给两性
组长平等发放奖金， 转变了两性村民普遍存在的
“男性自然多干多得”的传统性别角色认知，充分
激发了村庄女性参与治理的活力。访谈中，许多男
性受访者均表示女性无论在参与规模、 还是参与
作用上，都发挥着“半边天”，甚至“大半边天”的作
用。 輩輱訛

其次，村妇联组织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纽
带。 在基层妇联改革前，村庄妇女组织人才少、活
动少、兼职多、任务重，是阻碍女性形成有效组织
并参与村庄治理的痛点问题； 輩輲訛而自 2015 年开始
实施改革后， 輩輳訛农村基层妇联组织职能快速提升，
拥有了更多的女性组织人才、 资源和权限。 据统
计，至 2018 年浙江省新增村（社区）妇联执委15.2
万名，乡镇（街道）执委 1.3 万名，輩輴訛全省近 3 万个
村庄全部完成从“村妇代会”到“村妇联”的组织改
革工作， 使每个村庄从原先只有一名 “村妇女主
任”，转变为拥有包括“村妇联主席”、“副主席”和
多名“执委”等体系化的妇女组织力量。 随着组织
人才的充实， 村庄妇联组织连接村两委和女村民
的纽带作用得以凸显：“对上”承接村两委的“中心
工作” 任务， 获取并累计女性组织运行资金与资
源，使之从原先“没有资金”只能“点推”、“轻推”妇
女工作，到“由政府部门提供专项资金”在每个村
庄“全面铺开”女性参与美丽乡村、五水共治、垃圾
分类等各项村庄治理重点工作；輩輵訛“对下”联系并服
务女村民， 引导有相似兴趣爱好和需求的女村民
凝结成多样的女性活动团体、微信群体，輩輶訛汇聚妇
联组织与女村民个体所掌握的各类资源， 充分发
挥农村女性组织合力。
再次，村庄女性社团为发挥村庄“女能人”专

长提供活动平台。 村庄女性社团通常由村中女性
文化能人、经济能人，或热心村庄公益事业的组织
能人所发起，围绕女性兴趣爱好和特长而组建，在
村庄女性中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认同度和感召力，
能有效通过自身特长协助村两委和村妇联， 以女
性喜好的方式调动村庄女性参与各种治理活动。
据统计，至 2018 年，浙江省共有 8.5 万个基层女
性活动团体，1.2万支女性志愿服务队，輩輷訛为普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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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广泛参与建构出必不可少的进入平台。一些村庄
女性社团通过自编自演舞蹈、小品、快板等节目，輪輮訛

以两性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国家与地方治理

政策,輪輯訛通过这种宣传行动，提升两性村民的政策
认知能力与参与兴趣。
此外， 普通女村民构成女性实质性治理参与

的基本单位。 两性村民个体作为村庄治理活动的
实际参与者，没有他们，任何村庄治理目标最终都
难以完成。 女村民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 原本是
“原子化”、“边缘化”的参与个体，輪輰訛但在村庄妇联、
女性社团和能人的组织与感召下，成为政府公共事
务的重要参与者。 她们是村庄文明乡风树立者，輪輱訛

也是垃圾分类等环境整治先行者。輪輲訛女村民正是在
这种广泛、频繁的日常治理参与行动中，成为村庄
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 女性实质性参与的多元内容
实质性参与究竟具有何种内容？ 从传统的制

度参与视角出发， 人们通常聚焦于以投票选举为
核心的女性决策参与行为。輪輳訛但也有一些学者跳出
制度参与框架，从农村文化、民俗等方面，发现女
性在村庄道德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参与意识与行为

实践，輪輴訛以及她们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参与村庄公共
事务的信息共享、讨论与监督，輪輵訛揭示出女性在多
元村庄治理活动与日常生活中的实质性参与范围

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女性在村庄治
理机构中的制度参与只是她们治理参与内容的一

小部分，在村庄治理机构之外，女性在村庄经济、
文化、生态、服务等诸多治理领域均承担着无数的
策划、组织、宣传、协调、参与等实质性治理活动，
因此， 她们的参与及其地位体现在村庄治理职能
的各个方面。
经济建设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内容。 农村女性

在村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
2013 年底，德清县基于女性在茶业、珍珠业、水产
业、家禽业、粮油业、蔬果业、桑蚕业、竹笋业等农
村经济产业的广泛参与和高质量生产， 成立了以
当地德才女性形象为标志的“德清嫂”诚信农产品
品牌。輪輶訛通过女性诚信参与农产品生产、质量监管、
展销宣传、 家庭农场经营， 使当地农产品广销全
国，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柱产业。
女性成为村庄治理中经济职能的重要承担者。
乡风文明建设为村庄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社会

基础。以村庄妇联执委为纽带，各村都成立了形式
多样的女性文化活动团体，诸如舞蹈队、旗袍队輪輷訛、
合唱队輫輮訛、功夫扇队輫輯訛、腰鼓队、舞龙队輫輰訛等，广泛吸
引并调动拥有各种不同兴趣爱好的普通女村民参

与村庄移风易俗与乡风文明建设。
生态保护是村庄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条件。 围

绕美丽庭院、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等乡村生态建设
中的重点治理工作， 许多村庄成立了以女性为主
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专项治理小分队， 如美丽庭
院设计帮帮团、垃圾分类督查团、河道护卫队等。
这些女性治理小分队组织的村庄日常生态行动包

括：组织女村民互帮互助设计和美化自家“半开放
式”的庭院空间，輫輱訛上门入户为两性村民讲解垃圾
分类的知识与技巧，相互督促、评比各村民家庭的
垃圾分类做法， 輫輲訛定期开展沿河徒步垃圾清理、河
面划船垃圾清理等行动等，輫輳訛使生态行动不再是村
庄建设中的某种特殊行动， 而是有机融合于两性
村民的日常生活。
志愿服务形成村庄治理的群众基础。 农村女

性同样是志愿服务团队的主力军。 例如，在2018
年德清召开首届世界地理信息大会期间，当地各
村庄女性纷纷踊跃加入大会的平安志愿者团队，
轮流前往会议举办地维护治安与文明秩序，并在
会上成功邀请国际会议主席担任地方妇女志愿

者团队的宣传大使， 輫輴訛使女性治理参与影响从两

性村民自身家庭，延展至整个村庄社会，乃至国
际舞台。

3. 女性实质性参与的灵活机制
实践中，农村女性在村庄治理中如何实现有时

效、有成效和有长效的参与呢？学者们聚焦于女性
群体间的持续沟通与协商过程，輫輵訛认为通过不同层
级间女性群体的“纵向沟通”，以及相同层级间女
性的“横向沟通”，輫輶訛能够有效促进不同女性群体围
绕女性参与目标达成共识，輫輷訛发挥女性榜样的示范
与带动作用，輬輮訛凝聚女性民众的参与力量与心声，輬輯訛

提出有利于改善女性现状的意见或建议，輬輰訛并认为
女性在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实际正体现于女性社会

成员不断“提出与接收”、“接受与拒绝”不同需求
的过程中。 輬輱訛有研究基于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指出我国农村女性主动提出
村庄建议的比例很低，参与意愿也普遍薄弱；輬輲訛也
有研究显示在基层妇联改革前， 农村女性在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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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治理组织和民间活动组织中的组织化参与程

度都不理想。 輬輳訛那么，随着近年来农村女性组织的
快速发展，是否转变了先前女性零散化、无声化的
治理参与格局？是否初步形成有序的运行机制？调
研中我们发现： 随着改革后村庄妇联组织的加强，
初步形成了以村庄妇联组织为引导，村庄女性社团
配合动员，女性能人积极示范，普通女村民共同行
动的灵活机制， 实际促进着农村女性以组织化、有
声化的方式全面融入村庄多元治理的动态过程。
其一，村庄妇联组织的引导。村庄妇联组织作

为联结农村女性个体的直接推手， 发挥着引导女
性树立参与目标、组织女性参与治理活动，设计有
效手段引领女性主动关注村庄事务的组织职能。
在改革前，村妇联工作仅聚焦于“一条线”，即“对
上”只承接乡镇妇联工作任务，“对下”只对接个别
村妇女小组长；輬輴訛改革后，村妇联全面融入村庄各
治理领域，在接到来自村两委的中心工作安排后，
首先将任务目标进行分解， 分配给女性兴趣活动
团体、志愿者团体、创业团体等多种女性社团，充
分调动社团中女性能人专长和女性成员参与力

量。 在具体方式上，村庄妇联灵活运用微信群、QQ
群、电话、亲自上门等联络工具与沟通方法，通知、
宣传、交流村庄女性治理参与信息，引导、组织、协
调、动员女村民参与到美丽村庄建设、五水共治、
垃圾分类、安全防治、创业增收等村庄治理中心工
作的“方方面面”，輬輵訛从实质上提升女性在村庄中的
地位。
其二，村庄女性社团配合动员。村庄的各类女

性社团是链接妇联、能人和女村民的桥梁。妇联对
村庄妇女的引领需要依赖各女性社团的传达与动

员、组织、协调与配合。通常，社团负责人接收到村
妇联发布在微信群中的活动任务后， 就会立即转
发传达并组织社团成员参与，“群里的‘姐妹们’只
要有时间就会来响应、参加”，輬輶訛从而有效配合村妇
联协调并组织女性参与各项村庄治理活动。正如一
位县妇联干部所言，“现在村妇联主席之所以能完
成多方面的工作，是因为她下面有‘队伍’，换做以
前，能组织个‘三八节’活动就已经很不错了”。 輬輷訛这

些“队伍”便是与村妇联密切联系的各类女性社团。
其三，村庄女性能人的感召示范。以“村两委”

女干部、女党员、女执委、女性文化和经济带头人
为代表的村庄女性能人， 对鼓励和吸引更多女性

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着重要示范效应。例如，温岭市
基于“妇女之家”定期开展“妇女议事会”活动，便
是在村庄女性能人的带动下， 吸引大批普通女村
民共同参与治理议事。 輭輮訛最初，议事会成员主要为
“村两委”女干部、村妇联成员、妇女小组长、女村
民代表、女党员、村庄女性文化或经济能人等在村
中具有一定威望、身份或资源的女性能人。随着她
们持之以恒的投入，逐渐吸引了曾经持“观望”态
度的普通女性加入议事讨论，輭輯訛从而使女性参与治
理议事不再是少数村庄女性精英的专长或特权，
而是由全体女性村庄社会成员共同关心、 共同讨
论、共同建言献策。
其四，普通女村民共同行动。不同的女村民有

着多样灵活的治理参与行动方式。 一些热心女村
民会自发采取行动，如发现村庄路面不平整，河道
有污染，杂物不文明堆放等治理问题时，会通过电
话、拍照、微信或直接上门等各种方式，直接反映
给村两委干部或妇联成员。輭輰訛另一些女村民则在女
性友人的带动或情面关系下，“被卷入” 女性社团
或治理参与活动，但在“耳濡目染”其他女性参与
村庄活动的实际情景， 以及女性间 “说事”、“议
事”、“唠家常”、“看照片”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其
实自己也可以”輭輱訛，从而开始主动寻求自身治理参
与价值与能力的实现， 使女村民参与治理的范围
逐渐从自身家庭领域， 延伸至两性村民共同关心
的村居环境、乡风文明、社会治安、旧村改造、村规
民约修订等多元村庄治理领域。
综上， 随着我国农村的村庄治理改革持续深

化，村庄治理参与主体、内容、机制均呈现出多元
灵活的发展态势， 为农村女性实现从制度性参与
到实质性参与范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 就村
庄治理的参与主体而言， 在由制度保障选举产生
的女村委会委员、女村民代表基础上，包括各级男
性村庄社会成员、妇联组织、女性活动团体、女性
文化或经济能人、 普通女村民在内的多元村庄治
理主体， 均能为促进农村女性治理参与采取实际
行动。就村庄治理的参与内容而言，农村女性参与
已融入村庄经济、文化、生态、服务等多元村庄治
理领域，融入两性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
项村庄治理活动中扮演着策划者、 组织者、 宣传
者、监督者、评议者、服务者、参与者等多元治理角
色，她们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家庭和村庄社会，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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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村庄社会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 就村庄治理
的参与机制而言， 村妇联对女性微信群网络的推
广有效促进了女村民的交流与互动， 形成以村妇
联引导、女性民间团体配合、女性能人示范、普通
女村民参与为特征的女性参与机制， 实质性地促
进着农村女性参与从“零散化”到“组织化”，从“无
声化”到“有声化”的转变，使女性成为村庄治理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作用日益凸显，进而提升
了女性的实际地位。

四、结论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围绕农村女性参与及其地
位变迁的争论一直不断， 这不仅关系到对农村女
性地位的评判， 更关系到未来如何选择并实现公
平参与的路径架构。 我们引入女性制度性参与和
实质性参与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结合浙江省农村
案例，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 农村女性的地位不仅在
制度性参与中得到逐渐提升， 而且开始实质性融
入村庄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多元主体、多元治理内
容以及灵活有效的参与机制， 女性逐步彰显自身
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据此，我们对当今有关中国农
村女性地位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几点思考：
首先，在漫长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农村女性的

制度性参与经历了解放初期的“上升期”，改革开
放之初的“下滑期”，以及随后的“再次上升”。这种
变化与特定时期国家的制度性法规政策颁布与实

施密切相关。我们的论证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上升
论”，并揭示出制度支持对于提升农村女性数量比
例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处于权力边
缘的农村女性地位提升， 离不开政策法规的制度
性保障。评估女性地位时，这种由制度保障的数量
指标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无此，女性地位便会
失去核心支柱。
其次，虽然随着国家法律政策的完善，农村女

性在数量比例的地位逐渐提升，但是，如果从农村
女性在村两委的比例来看， 目前的成效实际上远
未达到真正意义的两性公平对待。 无论是纵向历
史比较、还是横向地域、国别对照，“下降论”的质
疑并非毫无道理。 根据女性代表应该占 30%以上
比例的国际共识，我国农村女性在村庄“两委”机
构中的比例远未达到这一目标。这意味着，尽管从

新中国成立至今， 纵向发展呈现出上升态势，但
是，根据真正的决策代表地位要求，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从这个角度观察，前述的“上升论”仍然缺乏
充分依据得以支持。因此，我们关于农村女性地位
得到提升的结论也只是局部而非全面的。
再次，我们的论证并没有停留于上述逻辑，而

是超越数量标准，拓展到实质性参与，探索另一层
面的女性地位内涵。我们认为，仅看数量比例难以
解释中国背景下农村女性地位变迁的实质。因此，
我们转而从实质性参与角度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村女性的实际地位， 结合实质性参与来解释她
们的地位变迁。换言之，在承认制度性参与重要性
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制度外的实质性参与状况，考
察女性自身在参与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不
容否认，正是在持续的创新实践中，我国农村妇女
发展已经开始超越“女性代表女性”的传统思路，
初步形成了吸纳女性平等参与的多种路径， 以及
灵活多变而又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参与机制，为
女性的实质性参与提供了广阔舞台。因此，虽然在
制度性参与方面，农村女性的地位依然不尽人意，
但是，在实质性参与方面，经过国家的长期探索与
推动，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已不容忽视，其地
位也在这种实质性参与中得以彰显， 并且在未来
将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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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tate Actions in Two Rational Frameworks：

A Study of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 over 70 Years
Liu Xiaohong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women’s partic-

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 has gone from Land Reform，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Rural People’s
Communes to the present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with trials and hardships.The state’s efforts to promote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 are constantly honing， complementing， and integra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two frameworks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It conforms to rational bal-
ance to make appropriate choices.Although gender equality runs through as an ultimate value， among the
much value rationality that the state adhere to， the priority of the value rankings of gender equality （the par-
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village governance is the basic content of gender equality）， depends on the cur-
rent situation faced by the state. It is not always in a priority position， and the prioritization of its value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it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en the value goal of belief is combined with the instru-
mental goal of project achievement， its importance 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will become more prominent.
Although priority is given 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y the state at some periods， the consistent “original as-
piration” has not chang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deology， consciously ad-
heres to political ideals， and cares for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which makes the state’
s actions in the two rationalized frameworks between instrument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conscien-
tiously achieve moderate adjustment，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integrationand complementarity.Analyzing the
actions to support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 over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the two frameworks，it illuminates the “China path” that the state has taken in
facing and solving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rationalized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illage governance； value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From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to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Rural Women’s Raising Status via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Guo Xiajuan， Wei Pe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w has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status
changed in villag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women’s particip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national
and local women’s development monitoring data， as well as field research data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ana-
lyze the issue， it find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women’s status in China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1.
the proportion of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is on the rise， which is due to effective gender quota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2. grassroots women are increasingly enhancing their status in the substantial partic-
ip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path of vil-
lage governanc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o multiple ways of governance， which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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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s multiple participants， diverse governance contents， and flexibl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 rural
women， this is the gran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at drives them to actually integrate into village gover-
nance. It is in this kind of substantial participation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rural women is constantly stimu-
lated，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tatus.

Key words： rural women；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From Passive Follow to Active Choice： The Change Track of Rural Women’s Willingness
about Children’s Sex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en Liq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Abstract： The change of women’s desire about children’s sex not only reflects and conceals the histor-
ical changes of rural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shows the real-time prospect of the rise and
enhancement of wome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women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desire about children’s sex becoming gradual weakening. The
women’s desire about children’s sex is from “desiring for boys” to “the same of having boys as girls”. The
weakening of preference for male fertilit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rise of “her power” and the enhance-
ment of wome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rural pluralistic governance， which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rural
women from passive to active choice. The accelerate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has brought about the
heterogeneity and mobility of society， which has weakene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conomic benefits”， “so-
cial evaluation utility”，and gave a hand to the weakening of women’s preferential male fertility.

Key words： rural women； desire to have children’s sex； women’s empowerment

“Deleverage” Policy Choice： Monetary Expansion 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iu Jinquan， Ai Xin

（Quantitative Economic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anel data of 23 countries from 1989 to 201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onetary expansion 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n economic leverage by us-
ing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GMM estimation， and uses the total amount of credit and the scale of direct fi-
nancing as the proxy variables of the total amount and structur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control policies and eco-
nomic leverage， that is， there is a “turning point”， and policy fluctuations have stimulating effects on eco-
nomic leverag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mong the three policies，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direct financing scale
is the highest and the volatility effect is the weakest. Therefore， when regulating economic leverage， the au-
thorities shoul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scale of direct financing， and make use of other policies to supple-
ment i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strengthen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macro policies to provide a
stab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leverage reduction.

Key words： economic leverage； monetary expans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Venture Capital and Executives’ Resignation and Equity Cash-out：Evidence from ChiNext
FengYitian1， Yang Liuyong2

（1.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portion of executives resign and sell their shares in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especially executives from ChiNext. In view of a high percentage of venture-backed companies on
ChiNext， we study the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s support， governance and exit on the executives’ resigna-
tion and equity cash-out. Based on a hand-collected sample of 571 listed companies on ChiNext fro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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